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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非之间的交流可上溯到 2000 多年

前的秦汉时代，据记载，公元前 1

世纪，埃及末代法老、女皇克娄佩特拉

的御衣所用材料，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和非洲北部

打通了直接陆路交通，经济交流更形频

繁。到了唐代，不光中国瓷器、钱币大量

出现在非洲东海岸各地，有关中国的典

籍开始出现在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图书馆

和大学，中国人的足迹也首次踏上非洲

大地。及至宋、元，中国航海业更加发达，

中国货物不但遍及非洲沿海，甚至深入

津巴布韦等非洲腹地。15世纪初，明代

大航海家郑和的船队曾3次驶抵非洲东

海岸，访问了马林迪等今天肯尼亚、索马

里一带多个非洲港口，还有一些中国水手

在非洲定居。今天索马里北部仍有“郑和

屯”地名，去年中国举办郑和下西洋纪

念活动时，便有肯尼亚少女根据家族流

传的口碑前来认祖，声称自己是郑和水手

的后裔。

然而，就在郑和下西洋半个世纪后，

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非洲，而中国却因

专制王朝“片帆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

政策，导致中非之间的传统交往被生生

割断。到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

世界的狂潮，广阔的非洲大地上仅剩下

埃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利

比里亚3个独立国家。就在这期间，大

批华工还被西方殖民者运到非洲从事修

路、开矿等艰苦劳动。这种命运是相通

的，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改良和民

主革命人士关注、同情非洲的反殖民斗争，

并以非洲被列强瓜分的前鉴警醒中国人，

不自强就意味着被弱肉强食，中国人把

非洲的解放事业和自身联系在一起看待，

实际上是萌发于此的。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

中非关系翻开全新的一页。

  四季皆是夏，一雨便成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联

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主观上将

依附于西方的一些非洲国家当作帝国主

义阵营一员，客观上北京在联合国没有

席位，使非洲国家产生种种疑虑，影响

了双方的接触和交往，直到万隆会议召

开，这块坚冰才逐渐融化。1955 年，周

恩来总理在参加印尼万隆会议途中在缅

甸停留，亲自到仰光机场迎接了随后抵

达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并一同下榻于缅

甸总统府内，开始建交谈判。这一谈就

谈出了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

建交的非洲国家埃及，时间是 1956 年 5

月30日。

此后短短数年间，通过大力赞助阿

尔及利亚、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等

殖民地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在非洲的

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这些地区在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纷纷独立后，形成

了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据统计，

1955~1965 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为 22个，

除法国外，均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其中

几内亚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黑非洲国

家。1960 年 4月12日，中国政府成立了

中非人民友好协会，这也是迄今唯一一

个以大洲为单位的中外友协组织。

1963 年 12月，周恩来总理历史性地

出访非洲10国，开创了中国国家领导人

一次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记录，这一记

录直到 20 年后才被打破。访问期间，周

恩来总理提出了中非关系五原则和中国

外援八原则，其中承诺：中国政府在对

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

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

何特权。而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中国为非

洲各国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其中仿苏

联 AK-47 所制的 56 式冲锋枪，在非洲

一度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标志，以武装

斗争取得独立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的

国旗上都绘有这种枪的图样。中国还培

训了大批“自由战士”，其中5人独立后

成为总统。

中国在非洲的强力作为，既支援了非

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也大大改善了中国的

国际政治态势。但该阶段同样存在隐患，

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把非洲民族独

立运动领导人按其对美帝国主义及原宗

主国的态度、关系划分为左、中、右，无

形中丧失了许多本可开拓的政治空间。

60 年代中，中国国内史无前例的“文

化大革命”同样冲击非洲，在一些国家

的使馆，出现了“造反派”夺权的现象，

个别使馆甚至在正式外交礼仪场合出现

大使、参赞当服务员、“造反派”发号施

令的怪相，一些使馆强行在当地发放“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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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书”，不顾国情、民俗地鼓励工人罢工、

妇女“翻身”、基层群众起来“造当权派

的反”，在非洲各国引起了强烈反感和巨

大混乱，一些地方出现了反华声浪，另一

些国家领导人则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质

疑。虽然在多方努力下，这种混乱现象很

快得到纠正，但所造成的阴影却并非旬

日可以消除。

70 年代初，北京为摆脱两面受敌的

政治困境，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原则，

此时苏联出于冷战考虑，在非洲安哥拉、

扎伊尔、索马里等地先后挑起战端，严

重威胁非洲各国的稳定与安全，出于共

同的利益，中非政治关系再趋密切。整

个70 年代，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多达

25 个。但这一阶段中国存在“以苏划线”

倾向，根据不同国家、派别和组织对苏

联的立场来决定对它们的政策。这种做

法不仅使非洲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十

分为难，而且减少了我国外交的回旋余

地，更让中国在复杂多变的非洲政治格

局中不时陷入尴尬，如对扎伊尔总统蒙

博托的态度前倨后恭，并非由于其立场

的变化，而仅仅出于自身“划线”原则的

改变，使一些非洲国家和人士感到很难

理解和适应。

“文革”后的中国把重点放在经济建

设当中，外交变得更理性、更务实，对非

洲国家也从过去的“战友关系”演变为正

常的国与国交往，对于这种变化，许多

非洲国家一时难以接受，与该阶段中国

和欧美的密切往来相比，中非关系显得

波澜不兴。

1989 年的风波使中国再次陷入西方

国家的政治孤立中，也使得中国政府开

始重新总结、反思与非洲关系的重要性，

对非洲投入更多注意力。自这一年起，双

方领导人频繁互访，1989 年后访华的第

一位国家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和第一

位外交部长均来自非洲，而中国历届领导

人也都出访过非洲。影响较大的有江泽

民1996 年出访非洲 6国和胡锦涛 2004

年访问非洲。

纵观中非政治交往50 年历史，“联合

国席位”和“一个中国问题”是永恒的主

题词。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投

票中，非洲国家的赞同票（26 票）占全

部赞同票（76 票）的1/3，毛泽东主席曾

形象地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

联合国的。此后台湾问题成为中非政治

交往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和非洲国

家外交关系的屡次得失均与之有关。今

年 8月6日，中国和乍得复交，使祖国大

陆和台湾的非洲“邦交国”数目之比定格

为48∶5。

  从交朋友到做生意

与政治交往相仿，中非经济交流以

万隆会议召开和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为节

点，可明显分为3个阶段。

万隆会议前，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

早已展开，并且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

色彩和外交战略考虑，如 1953 年 4月，

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

销棉花，虽然中国当时并不急需棉花，但

为了打通与埃及的关系，仍作出了购买的

决定。这一阶段，由于非洲无一国与中

国建交，加上双边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和了解，中非贸易增长缓慢，1950 年双

边贸易额为1200万美元，至 1955 年为

3474万美元。

万隆会议后，由于中国对非洲各国

1963年，周恩来、陈毅在埃及狮身人面像前与埃及高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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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斗争的大力支持和这一阶段对非外

交的高度重视，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

至 1965 年达到 2.5 亿美元。“文革”的

开始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中非经

贸往来虽仍保持，却增长乏力，自1965

年至改革开放初，双边贸易额不增反降，

交易主要集中在茶叶、纺织品等传统产

品的官方合同上。

80 年代中国改革效应初显后，中非

贸易额以年均 3.6% 的速度增长，2001年

以来增长率更高达 55%，为各地区同比

之最；至 2005 年，更高达 397.4 亿美元，

是 50 年前的 800 多倍，2006 年一季度

达 115.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52%。催生

这种爆发式增长的，是双方产业结构的

优势互补，产品类型、贸易方式的推陈出

新，以及贸易区域和贸易伙伴的不断扩大；

其所依托的，是市场机制与外贸体制改革

催化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

谈到中非经济关系就不能回避“援助”

问题。中国对非援助始于1956 年，大规

模展开则在上世纪 60 年代。“文革”期

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非但未停滞，反倒

进入高潮，几个著名的大项目，如坦赞

铁路、几内亚金康水电站和刚果布昂扎

水电站等重大工程都是在 70 年代建成

的，其中全长 1876 公里的坦赞铁路建成

于中国最困难的 1968~1976 年。这种超

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无私援助”不符合经

济规律，是国民经济所无法长期支持的，

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片面从政治出发，

“划线”、逼站队，使许多受援国左右为难，

影响了援助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反思对非援

助摊子大、花钱多、效益差的局面，原

先“无私合作”的理念被“互利合作”的

务实态度所取代。截至 2005 年，中国共

向非洲 49 个国家提供了近 900 个成套项

目的援助，但一些非洲国家却认为中国

不再慷慨，甚至说“中国得到的西方援助

越来越多，给非洲的钱却越来越少”，这

种变化加之冷战后西方对非洲的重新重

视和投入，以及台湾的金元外交，一度

给中国在非影响力造成相当压力。但随

着中国在非投资的增加，看得见的好处日

益明显，加之在债务减免方面，中国已豁

免非洲 31国、105 亿人民币债务，并给

予29 个非洲最贫困国家的190 个税目商

品以免税待遇，这方面的压力逐渐减轻。

自1999 年 7月中国首个海外大型油

田在苏丹投产，仅4年工夫，苏丹便成为

中国在海外最大份额油来源国。中国目前

与利比亚、尼日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

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有正式油矿合作项目，

而拥有的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更涵盖

了从西非的加蓬到东非的肯尼亚，从内陆

国尼日尔到战乱初熄的民主刚果等许多

国家，使非洲成为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

地区。此外，中国对加蓬铁矿、赞比亚铜

矿，以及铝、铀等战略资源开发的投入也

初见成效。

除了商务往来，中非民间往来和旅

游关系也呈升温状态，据公安部边检局

统计数据，中国公民 2005 年因私出境赴

非洲人员有 11万，比前一年增长一倍以

上。目前已有 16 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

民的旅行目的地，其中东非的肯尼亚成

为“中国热”最先抵达的地区——非洲首

座孔子学院和首个中国官方的调频广播，

都是诞生在肯尼亚这块旅游胜地。

如果说从50 年代到 80 年代后中非

政治经济的交流，是从“交朋友”到“做

生意”，开始懂得赚钱重要性的过程，那

么近些年来则正经历着从“做生意”到“交

朋友”的转变，开始重新认识非洲的价值。

  十字路口宜思量

50 年一路走来，不再满怀激烈，可

也不再遭人误解；不再标榜道德，可也

不再附庸他国。中国，回归现实世界的本

来面目，为了新的出发而开始系统的反思。

在外交上，中国已基本摆脱了“划线

站队”的窠臼，显得更为务实、理性，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灵活性与前瞻

性不够的问题，如在坚持“一个中国”问

题上，重表态，轻实质，给了一些政客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可乘之机，让一些

国家得以在海峡两岸间反复“跳槽”；在

双边交流上，重视上层交流，而对民间、

行业间交流和感情培养重视不够，和西

方各国相比更是差距明显；在文化交流

上，缺乏对当地文化需求的细致了解，如

非洲各国汉语热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对

华商业的迅速升温，商业汉语需求极为

强烈，而中国在非的汉语教学，却仍以

普通文化普及性质为主，严重落后于需求。

再说经贸领域，近年来中国在非洲

能源、矿产勘测开发上投入巨大，对非

洲工业品出口增长迅速，投资和工程建

设也呈上升趋势，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

但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中国企业缺乏对当

地复杂民情的了解和分析，往往事倍功半；

在产品输出方面往往片面强调经济效益，

陷入低价倾销、以次充好、冲击当地工

商业、损害当地人利益的怪圈；在投资

和工程项目上往往单纯从管理和效率出

发，大量使用中国劳工，而不愿给当地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对待当地雇员上，

往往沿用国内管理模式，从而有意无意

违反当地劳动法规，侵犯当地劳动者权

益，这些都不同程度损害着中国在非洲

的声誉。

和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在非洲终究

还是一个后来者。前者的殖民原罪和苛

刻援助方式固然令非洲人不快，但客观

上为非洲提供了较完善的现代行政和司

法体系，其严格监管的援助往往更有效、

更具针对性。而中国虽然在反帝、反殖

史上帮助过非洲，并培养了与非洲第一

代领导人的深厚友谊，但时光荏苒，当

年的老朋友如今仍在任的，仅剩阿尔及

利亚总统布特福利卡一人（独立时的外

交部长）；由于种种原因，当年效仿苏联、

中国，走公有化、社会主义道路的非洲

各国经济发展普遍较慢，以至今日非洲

各国大多转而采用多党制、自由市场经

济模式，各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羡慕，

对中国的强大感到敬佩，但缺乏五六十

年代“以中国为榜样”的热情，双边关系，

亟待探求新的共同基点。对于这个共同

基点的发掘，应当成为本届中非峰会的

主题，成为中非交往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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